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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南下干部的征粮工作与南方新区的	

乡村社会改造（1949—1950）

代雅洁

[摘要]新中国成立前后，具有鲜明阶级色彩的征粮工作构成了南方新区乡村社会改造的逻辑原点

和实践起点，其社会改造的意蕴与效应持续溢出。因应南方新区之征粮困境，华北南下干部坚持系统

观念和问题导向，成功将征粮工作由纯然的财政经济范畴延展至全方位的社会改造领域。随着南方新

区征粮工作的不断深入，华北南下干部不仅顺利完成了物力资源的汲取任务，而且最大限度实现了乡

村阶级关系的重构、基层权力网络的重组和社会文化观念的重塑。囿于新旧更替、南北差异等因素，

华北南下干部的征粮工作与南方新区的乡村社会改造中也充溢着政策和实践、国家和社会以及外来和

本地等诸种力量的交织互动，展现出中国共产党社会改造实践从北方向南方扩展、从老区到新区转移

的复杂性与调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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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前后是20世纪中国社会变动最为剧烈的时期之一，这一时期的历史演进态势可

用“社会改造”a一言以蔽之。作为南方新区系统性社会改造工程的领导者、推动者和实践者，

华北南下干部显然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他们“有许多很好的经验，加上艰苦忠

诚的工作精神，迅速地打开了局面，树立起人民政府的威信，成绩确是很巨大的”b。征粮工作

是华北南下干部“进入新区第一次在农村中大的阶级斗争”c，构成了南方新区乡村社会改造的

逻辑原点和实践起点，其不独是“解决粮食问题”，亦且要“发动群众协助剿匪，保护农民利益，

建立革命秩序，并在征借评议中了解农村情况，发现培养积极分子，打下农村工作的基础”d。

具有鲜明阶级色彩的征粮工作被华北南下干部赋予了多重的革命意涵和效应期待，并直接助推了

南方新区乡村社会的结构性变迁与革命化转型。华北南下干部的征粮工作与南方新区的乡村社会

改造可谓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学理价值及认知意义，为研究新中国成立前后的财经变革与乡

村治理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切入点和观察站。

a 社会改造（SocialReconstruction）是社会改组（SocialOrganization）的一种重要呈现形式，其释义有着狭义和

广义之分。狭义层面的社会改造主要强调对社会结构本身的改造，而广义范畴的社会改造则是包括政治重建、经济重组、文化

重塑及社会重构等在内的整体改造。本文中的社会改造倾向于广义范畴的社会改造，是指华北南下干部对南方新区的经济关

系、政治模式、文化形态与社会样貌等展开的全方位、深层次改造，属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范围和应有之义。

b 柏原等：《征粮工作中的经验主义》，《新湖南报》1949年12月11日，第1版。

c 《湖南五个月工作基本估计与如何执行一九五〇年三大任务报告提纲——金明在中共湖南省第一次党代表会上的报

告》（1950年1月7日），湖南省档案馆编：《湖南和平解放接管建政史料》第2册，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24页。

d 《苏振华同志在赣东北区地书专员联席会议上的讲话》（1949年6月2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东省菏泽市委

员会编：《冀鲁豫边区干部南下文集·综合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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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征粮工作，既有著述已然有所关注和讨论a，然学界迄今对于华北南

下干部的征粮工作及其社会改造效应的研究却付诸阙如。有鉴于此，本文拟运用档案、史料汇

编、亲历者日记和回忆录等资料，从“实践”与“关系”的视域，探讨华北南下干部藉由征粮工作

对南方新区乡村社会展开全面改造的历史逻辑、运作机制和溢出效应，考察华北南下干部的征粮

工作与南方新区乡村社会改造之间的关联互动，揭示华北南下干部从北方向南方、从老区到新区

的调适性等问题，以期深化对中共党史和新中国史的相关研究。

一、作为南方新区社会改造首要环节的征粮工作的展开

解放战争进入1948年下半年后，国共双方的攻守之势发生了根本性逆转，系统接管和全面

改造南方新区的战略构想被中共中央提上了日程，南下工作随之正式启动。在此次干部南下过程

中，华北解放区是南下干部选派人数最多、南调任务最重的战略区b。经过细致入微、环环相扣

的动员、整训等程序，华北解放区下辖冀鲁豫、太行、太岳、冀南、晋中、冀东、冀中及察哈尔

等地的干部纷纷踏上南下之路，他们辗转数省，最终到达了南方新区的湖南、贵州、福建、皖南

区和赣东北区c。

华北南下干部到达这些区域之时，“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都需要进行全面的

变革、全面的更新”d。揆诸历史不难发现，华北南下干部所主导的一系列“胶着连锁发展”e

的中心工作成为南方新区社会改造的载体与引擎。以重构乡村阶级关系为例，“禁银元是打到

〔倒〕地主阶级，征粮也是打到〔倒〕地主阶级，购买公债也是如此”f。不独重构乡村阶级关

系为然，“我们的政权建设、党的建设、发动群众、建立群众组织、建立区乡政权等，都是和剿

匪、镇反、反霸、土改紧密结合进行的”g，中心工作亦是华北南下干部重塑基层政治模式的链

动力量。

新中国成立前后，南方新区的战事依然持续，“粮食工作做不好，战争将无法顺利前进”h。

与此同时，华北南下干部又接管了众多城镇，“为了解决国家干部和城镇居民的吃饭问题与促使

工厂开工，商店营业，活跃市场流通（当时市场多以粮代币），都必须保证粮食供应”i。时任贵

州炉山县财政科科长的冀鲁豫南下干部吴传雍回忆说：“初到新区，真是百业待举，百废待兴，对

a 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有：张一平：《地租·公粮·农业税——建国初期苏南地区农产品分配关系的重构》，《中国农

史》2009年第4期；曹树基等：《“大户加征”：江津县1950年的征粮运动》，《近代史研究》2013年第4期；张杨：《旧田赋与新

税制：川西行署一九四九年公粮的征收》，《中共党史研究》2019年第10期；这里不再赘述。

b 《中共中央关于准备五万三千个干部的决议》（1948年10月28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中

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428页。

c 参见代雅洁：《新中国成立初期华北南下干部与南方新区剿匪工作研究——以福建、湖南、贵州为例》，《党的文献》

2018年第3期；何志明：《南下干部研究综述》，《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6期。

d 孙世昌：《南下后的首战——剿匪》，当代江西史编辑委员会“南下干部”课题组编：《南下》（续集），当代中国出版

社2016年版，第99～100页。

e 葛淇：《南下入湘纪实》，中共衡阳市委党史办编：《南下集》，内部资料1989年印，第50页。

f 《邓小平在西南军区高干会议上关于剿匪问题的发言要点》（1950年5月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

员会编：《剿匪斗争·西南地区》，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版，第155页。

g 南纪舜：《邵武的历程》，王云亭主编：《征程——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回忆录》（长治篇），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

年版，第321页。

h 《中共湖南省委对于湖南初步开创工作的意见》（1949年7月29日），中共山西省委党史办公室编：《1949：山西干部

南下实录》上册，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58页。

i 郭清文：《接管益阳，开展工作》，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南下入湘干部资料选编》第3卷，内部资料2006

年印，第1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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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款的需要是不言而喻的……既要保证过境部队和地方军政等的供给，又要支援贵阳用粮”a。

粮食是“我党进入新区后第一个任务”b和“与封建势力斗争第一个回合”c，所以华北南下干

部的征粮工作遂成为南方新区乡村社会改造的首要环节。征粮工作的重要性决定了征粮任务的繁

重和征粮时间的紧迫。作为一个高度强调能动性和先进性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从

总体上认为南方新区的征粮工作能够顺利完成，有这样的认知不足为奇。然而，除任务繁重、时

间紧迫外，华北南下干部的征粮工作还面临着粮食短缺、干部匮乏、地富抵抗、匪患严重及环境

差异等结构性困境。

长期以来，粮食问题是近代中国一个比较突出的社会问题，湖南、福建和贵州等地的粮食产

量一直保持着较低的增长态势。新中国成立前后，受战争、灾荒等影响，南方新区各地的粮食产

量进一步下降，粮食短缺成为华北南下干部必须面对的一个客观困难。太岳南下干部入闽后发

现：福建“全省粮食总产量仅56.6亿斤，缺粮的县份占全省县份的1/3”d。贵州“全省产粮只有

40多亿斤，平均亩产不到200斤。粮食匮乏，导致劳动人民挣扎在饥饿线上”e。湖南、皖南区

和赣东北区的农业生产条件稍好，但粮食减产比较明显。1949年湖南的滨湖和湘江流域均遭遇水

灾，“被灾田亩约三百万亩以上。又由于蒋白匪帮长期的破坏、掠夺、窜扰，直接间接影响粮食

收成和损失”f。1949年夏季，赣东北区“雨量空前，湖水暴涨，圩堤溃决，稻田淹死甚多”g，

粮食产量也大幅下降。

南方新区建政伊始，各级党政机构主要由华北南下干部和地下党干部组成。华北南下干部

大都担任领导职务，但数量毕竟有限。冀南南下干部赵吉甫在回忆中写道：湖南华容县解放之初

“只有100余名南下干部，开展新区各项工作实感干部力量不足”h。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的匮

乏对于征粮工作影响甚大，因为干部数量“远远不敷分配使用。要完成这项征粮支前任务，困难

真是大得很”i。时任湖南长沙地委书记的晋中南下干部武光也指出：“以这样微小的干部力量，

在很短的时间内要完成艰巨的任务，确实是很困难的。”j由此略见，培养和提拔新干部是南方

新区的征粮工作与乡村社会改造中的一项重要任务。

此时，南方新区各地的征粮政策具有鲜明的阶级色彩，地富势必以各种形式进行抵抗和破

坏。太岳南下干部师仁忠总结过福建建瓯县地富抵抗征粮的各类手段：“一是逃避不见，二是借

a 吴传雍：《乘胜进炉山，忙于征粮和接管》，中共茌平县委党史研究室编：《茌（博）平南下北上干部》，新世界出版社

2011年版，第264页。

b 《华中局关于新区工作给江西省委的指示信》（1949年9月1日），中共茌平县委党史研究室编：《茌（博）平南下北上

干部》，第479页。

c 《中共中央华中局致林、谭电：转湖南省委关于群众工作的报告》（1949年11月29日），湖南省档案馆编：《湖南和

平解放接管建政史料》第2册，第712页。

d 《扎根闽东》，中共济源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南征——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济源干部南下福建纪事》，中共党

史出版社2015年版，第43页。

e 边裕鲲等：《贵州省解放初期的财政接管及建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东省菏泽市委员会编：《冀鲁豫边区干

部南下文集·回忆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47页。

f 《湖南省临时政府关于开展生产备荒的指示》，《新湖南报》1950年1月24日，第1版。

g 《赣东北区党委关于目前几项工作的指示》（1949年7月12日），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冀鲁豫组编：《从冀鲁豫到

贵州：南下支队和西进支队专辑》，内部资料1991年印，第137页。

h 赵吉甫：《从南宫南下到华容县》，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南下入湘干部资料选编》第2卷，内部资料2006

年印，第167页。

i 肖劲光：《和平解放长沙与湖南军区的组建》，中共山西省委党史办公室编：《1949：山西干部南下实录》下册，山西

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42页。

j 《武光同志在秋征总结会议上的结论》（1949年12月16日），中共山西省委党史办公室编：《1949：山西干部南下实

录》上册，第4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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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佃户不交租，无粮可交，三是胁迫农民为地主出假证明，四是装穷叫苦，要求献田不交粮，五

是煽动为我征粮的保甲长消极怠工。”a直接抵抗一般会遭致不同程度的惩处，所以多数地富更

倾向于选择相对隐蔽的策略来破坏征粮工作。晋中南下干部郭祯观察说：湖南耒阳县的地富“发

现他们用硬抗的办法不起作用，就改变花招，用软的办法抵抗。四区普桥乡有个大地主邵寿南，

他和他的媳妇串通，施用美人计来妄图破坏我们的支前任务”b。直接抵抗和隐蔽抵拒都增加了

征粮工作的社会成本，南下入黔的贵州省政府认为，征粮工作之所以不能顺利进行的重要致因就

是“农村中恶霸分子和地主中少数不守法不明大义分子，对缴纳公粮的顽抗与拖延”c。

在南方新区的征粮工作开展之初，“因地方武装仍未确定”d，各地匪患异常严重。在湖南

临澧县，“数路股匪结合当地散匪，总计不下数百人，日夜活动抢劫杀人破坏征粮”e。匪患问

题极大破坏了南方新区社会秩序的安定，致使征粮工作无法正常开展。1950年春节刚过，贵州

发生了大规模匪乱，直至5月间全省“仍有二十二个县不能控制，大大影响征粮工作”f。不惟如

此，匪患问题也加大了民众的交粮顾虑。在福建宁德县，“由于匪特活动猖獗，社会环境恶劣，

群众尚有‘变天’的忧虑，不敢靠近党和人民政府。地富、恶霸对征粮软拖暗抗。一般群众对交

纳公粮也持观望态度”g。匪患及其所引发的征粮困境由此可窥一斑。

不同于北方老区，党和政府在南方新区的社会基础相对薄弱，华北南下干部与南方新区民

众之间也存有一定距离。时任福建福清县二区组织委员的太岳南下干部郭怀玉坦诚地谈到：“由

于我们几个主干都是北方人，对闽南话一句也听不懂，再加上海口区刚刚解放，仍实行的是保甲

制，和我们沁水老解放区的情况大不相同。不少群众心里对国民党反攻大陆还存在恐惧感，思想

觉悟还不高，给我们开展各项工作带来了极大困难。”h北方老区与南方新区的环境差异不仅表

现为群众基础和社会认同，而且在阶级结构、经济形态等方面亦有体现。北方老区的阶级结构以

自耕农为主体，自耕农历来有向政府交粮纳税的传统，因此征粮工作的开展相对容易。南方新区

租佃制度盛行，佃农数量庞大，依循既往惯习，佃农无须向政府直接缴纳赋税，征粮对象一旦扩

至他们身上，势必引发强烈反弹。以晋中南下干部为主体的衡阳市政府总结说：“根据习惯佃农

以往未直接交粮，这次交粮因〔引〕起不满，因而瞒田瞒产。”i在北方老区，地主和农民均生活

在特定的村落共同体之中，兼具自然属性与行政范畴的村庄成为征粮工作的基本单元。南方新区

城镇工商业发达，阶级状况也更为复杂，尤其是地主兼营工商业者数量众多。地主兼营工商业者

多居住在城镇，土地与居地的分离、乡村与城镇的隔阂进一步加大了征粮工作的难度。1949年7

月，以冀南南下干部为骨干的常德地委在给湖南省委的报告中谈到：“地主多在城内住，他们收

a 师仁忠：《一九四九年的征粮工作》，中共建瓯县委党史委编：《首批派瓯南下干部史料座谈专辑》，内部资料1988年

印，第14页。

b 郭祯：《为了永久的纪念》，中共衡阳市委党史办编：《南下集》，第131页。

c 《贵州省人民政府九个月工作报告》（1950年9月19日），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建国后贵州省重要文献选

编（1949—1950）》，内部资料2007年印，第237页。

d 《湖南军区给中南军区的电报》（1949年8月23日），刘唐益主编：《湖南剿匪》，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1页。

e 《中共湖南省常德地委会通报（第五号）》（1950年1月13日），常德市政协文史学习委员会编：《南下干部——追忆激

情燃烧的岁月》，内部资料2013年印，第157页。

f 西南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半年工作总结报告》（1950年7月2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等编：《1949—1952中华人民共

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财政卷），经济管理出版社1995年版，第82页。

g 李文魁：《接管宁德财政工作片断》，中共晋城市委党史研究室等编：《回望南征——纪念长江支队高平干部南下七十

周年》，内部资料2019年印，第82页。

h 郭怀玉：《留在心中的岁月》，贾志军主编：《热血献闽疆》，科教文图书出版社2006年版，第89页。

i 《衡阳市人民政府关于一九五〇年征粮工作的总结》，衡阳市档案馆编：《衡阳解放》，中国档案出版社2010年版，

第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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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之后，马上出卖粮食，换成硬币到城内享受，很少存现粮，如不抓紧，以后再向其征粮，便增

加困难”a。这些问题均是华北南下干部在北方老区的征粮工作中从未遇到过的困难，隐伏着调

适北方老区工作经验和适应南方新区客观情状的必要性。

前述结构性困境都对华北南下干部的征粮工作提出了较大挑战，征粮工作显然应超越纯然的

财政经济范畴而延展至全方位的社会改造领域。粮食短缺要求华北南下干部实施公平合理的征粮

政策以及进行民主评议等工作，干部匮乏需要华北南下干部培养新干部和召开农代会，地富抵抗

急需华北南下干部对其展开相应斗争，匪患严重需要华北南下干部组建地方武装以重建基层军

事秩序，环境差异则要求华北南下干部对南方新区的民众进行思想教育和组织动员。南方新区的

乡村社会改造既是华北南下干部的征粮工作之因应，同时又是华北南下干部的征粮工作之效应，

展现出征粮工作与乡村社会改造之间的协同演进和交织互动。

二、华北南下干部在征粮工作中的社会改造实践

为政在人，干部向来在政治力量的运作过程中扮演关键性角色，尤其是对于中国共产党这样

一个组织严密、效率优先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政党而言，各级干部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具体到新中

国成立前后南方新区的征粮工作亦是如此，肩负主要领导责任、拥有丰富工作经历的华北南下干

部发挥了主导作用。湖南临湘县“有老干部六十二名，参加征粮工作的五十四名，即为原干部百

分之八十七，带领新干部，进行工作，使工作的各个角落，普遍有了力量”b。征粮工作的社会

改造意蕴和效应进一步凸显了华北南下干部的独特作用，因为“他们会与农民搞好的，这是本质

上的问题”c。面对南方新区的征粮困境，华北南下干部坚持系统观念和问题导向，“以最大的

注意去解决这个困难问题，使之既能保证军需，又能不致造成混乱影响民生”d，有效开展了政

策调适、培养新干部、召开农代会、宣传动员、民主评议、斗争地富及组建地武等一系列工作。

这一系列工作不仅形成了征粮工作的整体链条，而且构成了乡村社会改造的实践内容，进而引动

了南方新区阶级关系、权力构造、社会秩序和文化观念等的整体变动。

南方新区的征粮工作实行合理负担的政策，“征粮主要是向地主富农要粮”e，这明显“研

究与参照了老区政策及办法”f，成为华北南下干部调整阶级关系、改造社会结构的重要实践形

式。湖南常德地区的农民就惊奇地发现：“这回借粮和以前是整整翻个了”g。当然，合理负担只

是一个基本原则，华北南下干部亦参酌各地的实际情况，对具体的征收办法进行了调适。冀鲁豫

南下干部孙汉章回忆说：贵州贵阳地区各县的征粮方法“不尽一致。大体有这样几种情况：一种

是按旧政府原来布置的数字进行征借；再一种是参考旧政府原来布置的数字，我们确定征借任务

数量，责成乡保长完成；第三种是建立支前委员会，由支前委员会分配任务，我们干部下去督促

a 《常德地委会“给省委的综合报告”》（1949年9月20日），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南下入湘干部历史文献

资料汇编》，第245页。

b 王德广：《临湘县征粮工作进度较快的主要关键》，《新湖南报》1949年11月28日，第2版。

c 《邓小平副主席在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第四次大会上的发言》，重庆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档号：

D-65-10。

d 《对开始进入皖南工作的几点意见》（1949年7月1日），安徽省档案馆馆藏档案，档号：J1-1-2-2。

e 李庆震：《织金县的接管建政工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东省菏泽市委员会编：《冀鲁豫边区干部南下文集·回

忆卷》，第345页。

f 《湖南五个月工作基本估计与如何执行一九五〇年三大任务报告提纲——金明在中共湖南省第一次党代表会上的报

告》（1950年1月7日），湖南省档案馆编：《湖南和平解放接管建政史料》第2册，第825页。

g 《一面剿匪一面借粮，训练干部铺开工作，常德分区初步总结筹粮经验》，《新湖南报》1949年9月20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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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第四种是根据产粮具体情况，有重点地征借”a。华北南下干部初到南方新区，对各地的

社会经济状况缺乏全面的了解，而征粮任务又十分紧迫，所以其征粮办法必须灵活变通。

灵活变通的征粮办法很适用于新中国成立前后南方新区的特殊情状，但有时却不得不面对问

题的另一面，即征粮工作中可能出现的混乱和无序。太岳南下干部温附山在回忆中记录了福建闽

侯地区的征粮情况：“筹借办法各搞各的，有的按户募集，有的按田亩推派。筹粮的名义也不同，

有的是游击队，有的是支前办事处，有的是军管会，有的是临时人民政府”b。征粮过程中的混

乱现象和无序局面不仅会助长“老区变象〔相〕土改思想”c，造成由征粮而引发的社会改造过

于激越，而且极易扩大华北南下干部与本地干部的分歧，“如广丰在征借中，江北干部认为地主

叫苦是手段，而本地干部认为是要的太重”d。这些问题很快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重视，兹后随着

《新解放区农业税暂行条例》的出台，依率计征和累进征收逐渐成为南方新区各地征粮的统一办

法。例如，贵州赤水县“1949年的公粮征收，是参照国民党政府的田粮册子，分任务到各区乡征

收的”，“1950年的公粮征收，改变了办法，按中央规定的统一税率征收，设有一个起征点，按

等级累进，按率计征后地主加二成，自耕农不加，佃农减二成，政策界限非常明确”e。依率计

征和累进征收更加注重征粮工作的规范性与合理性，其调整阶级关系进而改造社会结构的效用亦

更为持久和深刻。

征粮工作具有极强的战略性与策略性，对于干部的数量、素质等都有着较高的要求，遑论培

养新干部本就是南方新区乡村社会改造的题中应有之义。华北南下干部在征粮工作中培养新干部

的形式多种多样，这其中尤以训练班最为常见。1949年9月，南下入湘的湖南省委明确要求“各

县必须大力抓紧，吸收知识分子，举办地方党员短期训练班，准备征粮干部”f。时任贵州赤水

县县长的冀鲁豫南下干部肖光也回忆说：“1950年2月下旬，我们在赤水中学开办了征粮训练班，

约100人参加，一部分是乡公所人员，一部分是招收的当地初高中学生”；“1950年6月，又开办

了第二期征粮训练班，招收青年学生100余人”g。

通过训练班等形式，华北南下干部“培养了大批新干部结合征粮”h。1949年12月，湖南邵

阳地区“在征粮工作中已培养了新干部三千零九十名”i。晋中南下干部武光也报告说：长沙地

区在1949年的秋征中“培养了5500多个新干部”j。新干部的培养为南方新区的征粮工作与社会

改造提供了组织基础，他们纷纷在华北南下干部的领导下“组成工作队下乡开展征粮工作”k。

a 孙汉章：《贵阳地区的解放及初期工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东省菏泽市委员会编：《冀鲁豫边区干部南下文

集·回忆卷》，第221页。

b 温附山：《往事千秋·温附山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01页。

c 《湖南五个月工作基本估计与如何执行一九五〇年三大任务报告提纲——金明在中共湖南省第一次党代表会上的报

告》（1950年1月7日），湖南省档案馆编：《湖南和平解放接管建政史料》第2册，第825页。

d 上饶地委组织部：《上饶地委会师工作报告》（1949年6月24日），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冀鲁豫组编：《从冀鲁豫

到贵州：南下支队和西进支队专辑》，第117页。

e 肖光：《赤水县的接管及剿匪斗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东省菏泽市委员会编：《冀鲁豫边区干部南下文集·回

忆卷》，第294页。

f 《湖南省委关于打开新区工作局面问题致常德地委指示》（1949年9月12日），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南下

入湘干部历史文献资料汇编》，第199页。

g 肖光：《赤水县的接管及剿匪斗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东省菏泽市委员会编：《冀鲁豫边区干部南下文集·回

忆卷》，第293页。

h 《解放以来湖南工作概况》，《新湖南报》1950年1月1日，第7版。

i 《纠正忽视培养新干部后工作迅速展开》，《新湖南报》1949年12月23日，第2版。

j 《武光同志在秋征总结会议上的结论》（1949年12月16日），中共山西省委党史办公室编：《1949：山西干部南下实

录》上册，第477页。

k 刘昌：《会同地区剿匪经过》，中共怀化地委党史办编：《在湘西剿匪的日子里》，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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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新干部成为“南下同志联系群众的桥梁”a，并逐步打破了历来横亘在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

之间的“中介掮客”和“经纪体制”b，南方新区的基层精英生成机制和乡村权力运作方式悄然

改变。

南方新区接管建政之初，各界代表会议是华北南下干部团结、联系和发动民众的一项重要制

度安排。在湖南、福建和贵州等地的征粮工作中，“农代会是新区团结发动群众最好的形式”c，

对于“进行阶级教育，挖底算账，教育群众进行斗争，贯彻政策，击破顽抗及破坏份〔分〕子抵抗

极为重要”d。鉴于农代会在征粮工作与乡村社会改造中的独特作用，以华北南下干部为核心的

各级党政机构普遍领导了农代会的召开。晋中南下干部张耀民回忆说：湖南湘潭县的5个区“都

召开了400～1000人代表大会”e。召开农代会，代表的选举最为重要。南方新区各地农代会代

表的选举条件明显向广大农民倾斜，贫农、佃农和中农纷纷当选，“这真是叫穷人当家了”f。

农代会的召开对于南方新区的征粮工作与乡村社会改造助益颇大。在湖南湘潭县，“易俗七

保代表回去后就造了田亩清册，揭发了地主的瞒田，二保被雇去的代表回去后，也讲出要地主出

粮的道理，地主恨得咬牙说：‘这些做零工子的也发起威来了’”g。以冀鲁豫南下干部为骨干的

贵州省委工作团在其工作总结中也谈到：贵筑县白云区农代会的成绩很大，“代表们都积极的宣

传政策，组织积极分子形成力量，不但自己带头交粮，并积极的催粮。查黑地，替群众办许多好

事情，有的村农代表代替了保甲长。群众有的事情找代表不找保甲长”h。农代会的召开有助于

解决征粮工作中的黑地瞒产、中间耗损等经济问题，同时也开启了一个新旧权势转移和治理机制

嬗替的政治过程。

依循北方老区的实践经验，宣传动员构成征粮工作与社会改造中的一项重要任务。早在南下

入湘之初，湖南省委就反复强调：“必须广泛展开征借粮食政策与合理负担政策的宣传工作，进

行阶级教育……同时，也使他们懂得，我党的负担政策是完全公平合理的，如有转稼〔嫁〕，那是

封建势力与旧保甲的罪恶，从而也可以动员群众向封建势力作一定的斗争”i。征粮工作全面展

开后，举凡会议、积极分子等在北方老区行之有效的宣传动员方式均被华北南下干部所运用。会

议具有传播力强、覆盖面大等优势，能够形成共识和造成威慑，特别“是适合这种时间短、任务

大、群众基础不好，又要贯彻政策的工作需要的”j。1949年12月，时任湖南常德县县长的冀南

南下干部张勇总结了该县通过会议方式进行宣传动员的具体流程：“以保或片保召开干部会（评

a 葛淇：《南下入湘纪实》，中共衡阳市委党史办编：《南下集》，第55页。

b 参见［美］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陈兼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78～91页；［美］杜

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8～37页。

c 《苏振华同志在贵州省第一届党代表会议上的总结报告》（1950年8月30日），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建国

后贵州省重要文献选编（1949—1950）》，第185页。

d 《湖南五个月工作基本估计与如何执行一九五〇年三大任务报告提纲——金明在中共湖南省第一次党代表会上的报

告》（1950年1月7日），湖南省档案馆编：《湖南和平解放接管建政史料》第2册，第824页。

e 张耀民：《回忆湘潭接管建政》，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南下入湘干部资料选编》第1卷，内部资料2005年

印，第186页。

f 魏子文：《津市第六保征粮工作经验总结》（1950年11月16日），常德市政协文史学习委员会编：《南下干部——追忆

激情燃烧的岁月》，第183页。

g 《从湘潭的征粮工作中研究农民代表会》，《新湖南报》1950年1月12日，第2版。

h 《省委工作团五个月来的工作总结》（1950年5月14日），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建国后贵州省重要文献选

编（1949—1950）》，第133页。

i 《中共湖南省委对于湖南初步开创工作的意见》（1949年7月29日），中共山西省委党史办公室编：《1949：山西干部

南下实录》上册，第459页。

j 《岳阳征粮工作中有关发动群众的几个问题》，《新湖南报》1949年12月1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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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员，征防委员，代表，保甲长，积极份〔分〕子和社会人士）的扩大会议，和群众大会，宣传目

前胜利形势和我党的征粮政策，揭发地主的抵抗破坏和拖延”a。作为一种蕴含能动性、先进性

等共产主义运动特质的宣传动员方式，华北南下干部十分注重积极分子在征粮工作中的示范效能

和推动作用。在湖南长沙地区，晋中南下干部即“动员开明地主、绅士和农民积极分子带头，并

实行表扬奖励政策”b。针对一些不适用于南方新区实际状况的宣传动员方法，华北南下干部也

进行了相应的变通和调适。复以会议为例，“北方农民居住很集中，说要开会，一张罗，刹时就

到齐了”，但南方新区的民众居住较为分散，华北南下干部转而“改用多开小型座谈会，少开大

会的办法”c。

经过反复的宣传动员，湖南、福建和贵州等地的民众不仅认识到征粮工作的巨大意义，而且

体悟到新旧政权的真正区别，其思想觉悟与组织水平均显著提升。贵州黄平县的资料显示：“通

过宣传和教育、发动，绝大部分能主动上交。”d这并非贵州一隅之现象，湖南汉寿县六区的新

中乡和全固乡“经过很好的宣传动员后，积极分子带动群众踊跃的报出黑田两千多亩”e。时任

溆浦县城关镇镇长的南下干部东羽发现，“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极大推进了征粮工作，“群众

态度也起了变化，由疏远我们到亲近我们”f。华北南下干部藉由征粮工作进行乡村社会改造的

威力和伟力彰明较著。

民主评议关乎负担的分配与利益的调整，是征粮工作中一项重要的社会改造实践。随着培

养新干部、召开农代会等征粮实践的完成，华北南下干部参酌北方老区的征粮经验，大抵采取了

两种民主评议的方法：“一是按照保甲召集各户开会，自报公议，二是召集地主富农自报互评，

经农民代表审查。”g征粮工作的“重要关键在于评议会，评议员的好坏又直接影响了工作的进

展”h。在湖南、福建和贵州等地，评议委员会主要是通过选举和延聘相结合的方式产生。冀南

南下干部魏子文回忆湖南津市六保评议委员会产生的具体流程及其职责时称：“每甲提出3人为

保的代表，然后再从3人中选出1人为保评委委员，另外再聘请两名知识分子组成保评委会。经过

选举，贫农路安润为保评委会主任，保干事刘铁山为副主任。从此，津市六保的借粮、征粮工作

便依靠这个评委会的骨干，宣传政策、发动群众、清查黑瞒、布置任务、进行评议、三榜定案、

送粮入库。”i

民主评议的流程公开透明，评议委员会的领导权掌握在农民手中，其职能范围亦展现出“运

动”的取向与趋向，广大农民缴粮纳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遂大幅提升。时任贵州江口县财粮科干

部的冀鲁豫南下干部刘光谦指出：民主评议“真正地做到了让老百姓知道，政策是公开的，负担

是合理的，因而他们交纳公粮，完全是自觉的”j。湖南平江县的农民也称赞说：“过去是保长和

a 《常（德）县召开区书、长联席会议，张县长总结征粮工作》（1949年12月21日），常德市政协文史学习委员会编：《南

下干部——追忆激情燃烧的岁月》，第151页。

b 武光：《下江南——忆1949年从华北南下长沙地区》，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南下入湘干部资料选编》第1

卷，第73页。

c 柏原等：《征粮工作中的经验主义》，《新湖南报》1949年12月11日，第1版。

d 石有恒整理：《解放黄平，接管政权》，中共茌平县委党史研究室编：《茌（博）平南下北上干部》，第127页。

e 《注意宣传政策教育群众，汉寿秋征中挤出黑田四万多亩》，《新湖南报》1950年10月15日，第2版。

f 东羽：《从北京到溆浦》，中共怀化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南下入怀纪念文集》，内部资料2005年印，第48页。

g 王祝光：《常德专区解放初期的开创工作》，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南下入湘干部资料选编》第2卷，第

198页。

h 《衡阳市人民政府关于一九五〇年征粮工作的总结》，衡阳市档案馆编：《衡阳解放》，第85页。

i 魏子文：《四千里路云和月——冀南支队南下回忆录》，黄山书社1995年版，第130页。

j 刘光谦：《谈谈解放初期征粮与剿匪工作》，江口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江口县文史资料》第3辑，内部资料

1989年印，第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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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有势力的人一手指定平均摊派，今年是民主评议了，这个办法真好”a。

地富抵抗是华北南下干部征粮工作的基本困难之一，在民主评议的同时“必须发动群众，给

以坚决的打击，用反瞒田、反谣言、反破坏等办法，克服这些坏分子的抵抗，这是征粮中的主要问

题”b。华北南下干部“在家经过土改，发动群众，斗争地主都有经验”c。时任湖南长沙专署副专

员的晋中南下干部樊雨生曾总结过斗争地富的多种方法：“一，晓以大义，教育地主及富农，执行

政策，快交公粮，揭发抵制、拖延、转嫁负担等行为；二，大势所趋，不乏交粮的开明人士，用以

推动其他地主交粮；三，对顽抗破坏、瞒田不报、抵制征粮的恶霸地主进行斗争。”d此为的论。

必要的斗争往往可以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并成为南方新区征粮工作中的一项重要社会改造

内容。太岳南下干部王怀镐等谈到：福建闽侯县的“反动地主千方百计的和人民政权为敌，对抗

人民政权的借粮……人民政权先后给予了不同的打击，保证了借粮工作的顺利进行”e。以晋中

南下干部为主体的湖南衡阳市委也通过“深入群众、发动群众而打挎地主阶级的统治工作，挤出

大量的黑田，仅八区九保就挤出黑田三百余亩，七区八保仅五户就挤出黑田百余亩，其他区均在

一二百亩以上，并进一步发扬了民主，过去受地主阶级压榨的不敢说话，老实农民经过教育后展

开了说理斗争”f。“征粮工作是我们干部与群众向地主阶级进行斗争的过程”g，直接推动了

南方新区阶级结构和权力关系的重构。

组建地武也是保证南方新区征粮工作顺利开展的先决条件之一，因为“不掌握武装，就没有

拳头，没法工作，就站不住脚”h。以冀东南下干部为主体的湖南邵阳地委讲得很明白：“应积极

抓紧建立与发展县区武装，成为坚持斗争的有力拳头，只有这样才能应付恶化情况，坚持工作，

完成征粮支前等重要任务”i。征粮工作全面开始后，“各地南下干部积极组织地方武装”j，

逐步建立起了一个以“县、区地方人民武装（县大队、区小队）和农村民兵组织”为代表的地方武

装体系k。赣东北区就是以“南下支队武装为骨干，以坚持在赣东北活动的游击队为基础，通过

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带动大批群众参军，迅速建立起各县大队和区中队”l。

地方武装的组建对于肃清匪患进而保障征粮工作的完成作用甚大，这一点在南方新区各地的

文献资料中均有体现。湖南新化县三区“原是土匪情况较严重的地区，由于抓紧建立了区干队，

区干部即协助征粮工作而进行了剿匪，因此征粮任务是该县进度最快的一个区”m。不惟如此，

地方武装的组建还改变了南方新区的基层军事秩序和乡村权力关系。冀鲁豫南下干部陈凤梧回忆

a 《平江县征粮工作进入分配评议阶段》，《新湖南报》1949年10月19日，第2版。

b 《衡阳地委总结安仁等县征粮工作》，《新湖南报》1949年11月10日，第2版。

c 李玉春：《回忆晃县剿匪》，中共新晃县委党史联络组等编：《新晃南下干部回忆录》，内部资料2010年印，第40页。

d 樊雨生：《接受经验教训 完成征粮任务》，《新湖南报》1949年10月18日，第2版。

e 王怀镐等：《长江支队四大队三中队接管闽侯建立闽侯人民政权纪实》，翼城县史志档案馆编：《翼城干部南下福建

实录》，内部资料1999年印，第82页。

f 《中共衡阳市委关于衡阳市征收工作初步检查的报告》（1949年11月30日），衡阳市档案馆编：《衡阳解放》，第69页。

g 王宜捷：《南下日记（1948—1949年）》，内部资料1998年印，第318页。

h 《关于进入邵阳地区的初期工作布置——夏如爱同志在邵阳地委扩大会议上的报告》（1949年9月21日），中共湖南

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南下入湘干部历史文献资料汇编》，第323页。

i 《中共邵阳地委关于目前工作的紧急指示》（1949年11月3日），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南下入湘干部资料

选编》第3卷，第43页。

j 王继平：《我的南下经历》，政协平定县文史资料委员会等编：《平定县南下干部纪实》，内部资料2017年印，第111页。

k 庞顺诚：《难以忘却的五个月》，保定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保定南下干部纪实》，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

版，第271页。

l 《赣东北地区剿匪简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东省菏泽市委员会编：《冀鲁豫边区干部南下文集·综合卷》，第

196页。

m 《征粮与剿匪建立武装分不开》，《新湖南报》1949年12月23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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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贵州都匀县“在清匪、征借粮食的同时，发展壮大了人民武装力量，保护了人民群众的利益。

由积极分子和贫雇农青年参加的武装队伍，各区队均发展到20余人，县大队发展到100多人。当

时我们提出了‘枪换肩’的口号，即把地主等反动势力的枪强行借出来，交给已经组织起来的民

兵”a。土匪、地主等控制乡村社会权势的局面陡然崩解，党和政府对于基层社会的管控能力和

治理绩效明显增强。

三、南方新区征粮工作的乡村社会改造效应

在南方新区的征粮工作开展之初，中国共产党即强调这“不单是财经工作而是农村工作的开

始”b。随着征粮工作从财政经济范畴向社会改造领域的延展，征粮工作的意义已然溢出和超越了

征粮本身，其不仅成功完成了对物力资源的汲取任务，而且最大限度地实现了阶级关系的重构、

权力网络的重组及文化观念的重塑等社会改造目标，南方新区乡村社会的面貌可谓焕然一新。

征粮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向地主阶级所进行的一场斗争”c，削弱地主阶级的力量成为以合

理负担为原则的征粮政策的基本要求。时任湖南长沙地委书记的晋中南下干部武光讲到：“合理负

担斗争就是发动群众削弱封建的过程。这是一种阶级斗争，就是从经济上去削弱封建阶级”d。

湖南、福建和贵州等地的调查资料也证实了这一说法。在湖南湘阴县，征粮“负担面占户数百分

之二八至百分之四十，有些地主竟负担到产量百分之八十到百分之百者”e。贵州开阳县新寨村

地主的负担率也占到总收入的59.95％f。在这样的征粮政策下，整个地主阶级被明显削弱，有些

地主甚或遭致毁灭性打击，以致“普遍要求提早土改”g。由税制改革所引致的“静悄悄的革命”h

模式被华北南下干部嵌入南方新区乡村社会改造实践之中，一种新型的阶级关系逐渐形成。

一面是地主阶级的削弱，另一面则是农民阶级的获益。南方新区的征粮工作彻底“改变了国

民党时期，不论粮食多少，够不够吃，一律按地亩摊的不合理的办法”i，广大农民的经济负担

明显减轻。时任贵州省财政厅厅长的冀鲁豫南下干部边裕鲲等回忆说，贵州解放初期，中农的负

担为总收入的10％上下，贫农的负担仅为总收入的7％左右j。负担的降低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热

忱，为农家经济的发展和农民地位的上升创造了前提条件。在跟地主阶级的斗争中，不少农民还

获得了数量可观的经济“果实”。晋中南下干部陈德邻在湖南永顺县文昌乡领导征粮工作时发动

a 陈凤梧等：《都匀县的解放及初期工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东省菏泽市委员会编：《冀鲁豫边区干部南下文

集·回忆卷》，第405页。

b 《工作报告》（1950年1月9日），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建国后贵州省重要文献选编（1949—1950）》，第

78页。

c 李哲：《从冀南南下到沅江县的回忆》，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南下入湘干部资料选编》第3卷，第96页。

d 《武光同志在秋征总结会议上的结论》（1949年12月16日），中共山西省委党史办公室编：《1949：山西干部南下实

录》上册，第478页。

e 《中共中央华中局致林、谭电：转湖南省委关于群众工作的报告》（1949年11月29日），湖南省档案馆编：《湖南和

平解放接管建政史料》第2册，第713页。

f 西南财政部农业税处：《两年来西南农业税调查研究工作及会后意见》（1952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等编：《1949—

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财政卷），第582页。

g 《转发一旬财经要报的批语》（1950年1月24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中央文

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37页。

h [美 ]弗里曼等：《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陶鹤山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71页。

i 王宜捷：《南下日记（1948—1949年）》，内部资料1998年印，第252页。

j 边裕鲲等：《贵州省解放初期的财政接管及建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东省菏泽市委员会编：《冀鲁豫边区干

部南下文集·回忆卷》，第153页。



82

党史研究与教学　2024年第3期 （总第299期）

农民进行了反黑地斗争，地主补交粮食35万斤之多，这些补征的粮食大部被“分发给缺粮食的穷

人”a。经济利益的获取进一步改变着乡村社会的阶级力量对比，阶级身份日益成为南方新区乡

村社会中的一种分野与标识。

征粮工作“不只是重要的经济任务，同时是十分重大的政治任务”b。征粮工作完成后，南

方新区的基层政治构造也发生了深刻变动，农民协会等群众组织普遍建立起来。冀鲁豫南下干

部在赣东北区的征粮工作中“建立了农民协会、妇女会等群众组织。据上饶、贵溪、浮梁、鄱阳

4个地区不完全统计，参加农民协会的会员达37882人，妇女会员2672人”c。新中国成立前后，

群众组织在南方新区的基层权力网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我们党和政府开始能和群众建立起直

接联系”d，群众直接介入乡村治理体系。由此，“南下干部和当地干群很快就打成一片，亲如

一家”e，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长期疏离的状况得到根本扭转。

尽管华北南下干部在南方新区的征粮工作初期采取了暂时利用旧保甲的策略，但旧保甲“往

日的威风，今日不敢再施展了”f。在强制性的社会改造下，“昔日最基层的封建统治保甲长以

及骑在群众头上的恶霸知识分子们，低下了头，再不敢欺压群众了”g。及至征粮工作后期，“基

本群众敢出来说话，农村情况起了很大的变化”，很多地方直接“废除了国民党的保甲制度，建立

了人民的乡村政权”h。晋中南下干部郝二芳回忆说：随着征粮工作的结束，湖南耒阳县六区就

“取消了保甲长，选举成立了新的乡政府”i。“基层政权，这是人民掌握政权的根本问题”j，

从封建的保甲制度到人民的乡村政权，党和政府的权力下探与民主建政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经过征粮工作，旧保甲长、土匪恶霸和地主豪绅等传统政治精英逐渐式微，而以农民积极

分子和乡村干部为代表的新型政治精英则迅速崛起。“物色积极分子，选拔乡村干部”本为华北

南下干部征粮工作的要项之一k，征粮工作开始后，这一要项旋即转化为现实，“劳动人民中涌

现了一批积极分子，为新政权建设打下了基础”l。冀南南下干部孙景华谈到：湖南邵阳地区从

“征粮剿匪中的农民积极分子中挑选委派乡长，以取代原国民党乡长”m。一大批得到党和政府

直接授权的贫苦农民登上了村庄政治的舞台，其权力来源、构成要素等均发生了革命化转向。

不独权力网络的建构与政治精英的继替为然，南方新区基层政治构造的变动还包含着治理机

a 李泰来：《陈德邻同志的传奇人生》，吕梁市政协学习宣传与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吕梁干部南下·晋中团（一）》，内

部资料2017年印，第310页。

b 《湘首届财粮会议结束，决定秋征具体办法，确立财政工作制度》，《新湖南报》1949年10月10日，第1版。

c 徐运北：《解放赣东北》，中共茌平县委党史研究室编：《茌（博）平南下北上干部》，第115页。

d 王怀镐等：《长江支队四大队三中队接管闽侯建立闽侯人民政权纪实》，翼城县史志档案馆编：《翼城干部南下福建

实录》，内部资料1999年印，第81页。

e 李天瑞等：《在党的培育下茁壮成长——记高平县南下干部》，政协山西省高平市委员会等编：《南下纪实》，内部资

料2011年印，第53页。

f 王宜捷：《南下日记（1948—1949年）》，内部资料1998年印，第249页。

g 《衡阳市人民政府民政科关于入城以来七个月的工作检查》（1950年5月21日），衡阳市档案馆编：《衡阳解放》，第

348页。

h 李满全：《南下前后》，忻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等编：《忻州文史——南下干部资料专辑（之一）》（总第25辑），内

部资料2013年印，第247页。

i 郝二芳：《南下耒阳的回顾》，中共衡阳市委党史办编：《南下集》，第158页。

j 《中共衡阳市委书记、衡阳市人民政府市长毛远耀作解放一年衡阳市政工作报告》（1950年），衡阳市档案馆编：《衡

阳解放》，第195页。

k 李庆震：《织金县的接管建政工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东省菏泽市委员会编：《冀鲁豫边区干部南下文集·回

忆卷》，第345页。

l 东羽：《从北京到溆浦》，中共怀化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南下入怀纪念文集》，内部资料2005年印，第49页。

m 孙景华：《邵阳地区建国初期的有关工作回忆》，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南下入湘干部资料选编》第3卷，

第2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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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和运作方式的改变。北方老区的治理机制和运作方式向以健全、高效、民主和廉洁而著称，藉

由征粮工作，这样的治理机制和运作方式亦被华北南下干部植入南方新区。时任贵州炉山县委书

记的冀鲁豫南下干部单志远回忆在征粮工作中所建立起来的农民协会的治理框架时表示：“村农

会设主席、副主席及生产、治安、调解、青年、妇女等委员，一般7～9人；组设组长、副组长。

村农协建立人民武装自卫队及治安小组。‘一切权力归农会’，上至反封建斗争，下至邻里纠纷，

大小事情概由农会管理。”a农民协会的治理框架健全且高效，已经完全溢出了传统时代以赋税

和诉讼为基本事项的权属范围。同时，南方新区的基层政权又是民主建政的产物，贵州贵筑县白

云区的民众观察说：“过去拨粮要拿包袱（送礼），要请吃饭，还不能解决。今天同志们帮我们办

事，茶都不吃一口，人民政府的同志就是好。”b对于一个以群众路线为根本工作路线的马克思

主义政党而言，这毋宁说是极大的褒奖。

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呈现形式，思想文化形态随着阶级关系与权力基础的变动而移易。新中

国成立前后，南方新区社会改造的目标中本身也暗含着思想文化领域的“革命”，即肃清反动文

化与构建革命文化c。征粮工作完成后，湖南、福建和贵州等地民众的思想认识、政治觉悟等明

显提高。在湖南衡山县，“许多从华北老解放区去的干部，他们一致说：衡山的农民觉悟快”d。

语言的转向更能够说明这一变化，各种新名词、新术语出现和使用的频次越来越多。太行南下

干部武彦荣曾领导过福建南平县西芹镇的征粮工作，征粮的口号有“早交粮，交好粮，争取当模

范”“早交粮，早分田，彻底闹翻身”等e。以晋中南下干部为骨干的衡阳市委报告过这样一个征

粮情景：“七区一个贫农找到区长诚恳的说道：‘你们来了可该我们翻身了，今后一天要比一天

好了。’八区八、九保的贫苦农民说：‘这回办的好，这才叫合法’”f。“模范”“翻身”和“合

法”等极具革命意涵的新话语已然融入南方新区的乡村社会，党和政府逐步确立了在思想文化领

域内的领导权。

在南方新区的征粮工作中，华北南下干部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文化娱乐活动。冀中南下干部

吕纯在回忆中详细记录了其在湖南零陵地区“向各地的农民宣传，动员他们交公粮”的场景：“刚

解放时的湘南山区文娱活动极度稀缺，即使有点什么演出，也是地方戏或流浪艺人的表演，歌剧

和苏联歌曲、舞蹈绝对是头回见识，那种新鲜感就不用提了。”g为配合征粮工作，贵州江口县

也进行了不同形式的文化娱乐活动，时任军政工作代表团团员的冀鲁豫南下干部王志祥观察说：

“从北方老解放区来的同志，许多人都是扭秧歌的里手。什么‘大翻身’、‘小翻身’，动作活泼

大方，扭起来十分好看，而且扭的花样很多，连踩高跷也扭秧歌，加上一些化装后的滑稽动作表

演，真令人捧腹大笑，扭秧歌深受大家的喜爱。”h藉由华北南下干部的征粮工作，歌剧、秧歌

等新型文化娱乐活动相继进入南方新区，从而进一步引发了乡村社会文化形态的变革。

a 单志远：《炉山县的农民运动》，中共茌平县委党史研究室编：《茌（博）平南下北上干部》，第262页。

b 中共白云区委党史研究室：《贵筑县白云区“五大任务”的完成及其影响》，中共贵阳市白云区委党史研究室编：《白

云党史资料》（第一辑），内部资料1991年印，第59页。

c 《徐运北同志传达华东局指示精神》（1949年7月26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东省菏泽市委员会编：《冀鲁豫边

区干部南下文集·综合卷》，第186页。

d 刘晓晞：《衡山的农民》，《人民日报》1950年3月31日，第2版。

e 武彦荣：《难忘的岁月，伟大的人民——南平县解放头三年的一段粗略回顾》，襄垣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铁血

丹心：“长江支队”襄垣籍南下干部回忆录》，内部资料2012年印，第205页。

f 《中共衡阳市委关于衡阳市征收工作初步检查的报告》（1949年11月30日），衡阳市档案馆编：《衡阳解放》，第69页。

g 吕纯：《从吕庄到长沙——南下干部吕纯九十自述》，东方出版社2016年版，第125～126页。

h 王志祥：《解放初期的文艺宣传工作》，江口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江口县文史资料》第3辑，内部资料1989年

印，第1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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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因应解放战争的胜利形势，赓续干部抽调的既有经验，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和广泛社会影响的

“南下”战略应运而生，属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范畴的南方新区社会改造任务遂由华北南下干部所

承担。具有鲜明阶级色彩的征粮工作向来构成中国共产党社会改造实践的载体与引擎，这一方面

是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属性和政治品格之使然，另一方面亦缘于征粮工作在调整社会结构、变革经

济关系等方面的独特作用。新中国成立前后，粮食是党和政府最为重要的财政来源，然囿于资源

禀赋、政权更替及南北差异等因素，华北南下干部在南方新区的征粮工作面临着诸多困境。在这

一承续多方挑战和诸多考验的历史实践中，华北南下干部成功将征粮工作与乡村社会改造有机统

合起来，这一统合既是革命政策嵌入的结果，同时又是革命实践调适的产物，并展现出超越时空

轨迹的革命承续性特质与历史连续性特征。在政策嵌入与实践调适的双重逻辑下，华北南下干部

的征粮工作最大限度实现了乡村社会改造的目标，一种迥异于中国传统乡村发展路向的崭新社

会情境由此开始生成。历史演进的客观进程表明，华北南下干部的征粮工作具有强烈的社会改造

意蕴，产生了显著的社会改造效应，其并非只是为兹后开展的剿匪斗争、土地改革等较为显性的

社会改造实践提供了物质前提，而是共同打造了新中国成立前后南方新区乡村社会改造的系统

工程。这一系统工程不仅稀释乃至消解了南方新区的征粮工作、剿匪斗争和土地改革等在致因呈

现、时序运作及推展梯度等方面的扞格与抵牾，而且成为中国共产党社会改造实践从北方向南方

扩展、从老区到新区转移的一种典型示例。

（本文作者  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天津  300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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